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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理论上讲， 过高的劳动者工资标准会提高企业成本， 抑制企业家创业激励， 不利于激发和

保护企业家精神。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基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 年 ２８５ 个城市面板数据， 运用面板分位数回归

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的影响。 研究发现，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

家创新精神的影响不显著， 而会显著抑制企业家创业精神； 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 对于企业家创业精神不活

跃的城市，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边际影响要小于企业家创业精神较为活跃的城市。 此外， 考察

城市等级异质性发现， 最低工资标准显著抑制了中心城市企业家创新精神， 而对外围城市企业家创新精神影

响不显著； 同时， 最低工资标准对外围城市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抑制作用大于对中心城市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抑

制作用。 从区位异质性角度来看， 无论是在东部地区， 还是在中西部地区， 最低工资标准对城市企业家创新

精神的影响均不显著， 而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抑制作用东部地区要显著弱于中西部地区。
〔关键词〕 　 最低工资标准　 企业家创新精神　 企业家创业精神　 分位数回归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区域差异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９１０Ｘ．２０１９．１０．０１３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７９􀆰 ２； Ｆ２４９􀆰 ２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８－０１
　 基金项目： 研究阐述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立项课题 “新时代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关键机制与践行对策研究” （项目

编号： １８ＶＳＪ０８５）。
　 作者简介： 李政， 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学博士，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

创新创业理论。 刘丰硕， 通讯作者，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创新创业领域。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创业型经济发展取得了

卓越成就， 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
近年来，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进一步释放

我国创业型经济发展活力， 提高创业质量和水平，
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

关键举措。 企业家精神贯穿创业型经济发展的始

终， 发展创业型经济， 必须努力激发和保护企业

家精神， 提高企业家创新创业热情。 企业家精神

在本质上是企业家勇于开拓、 不断追求成功的强

烈意愿， 是不断满足自身效用的过程， 决定企业发

展的战略方向。 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可以使

得企业更具竞争力、 创造力与活力， 从而带动城

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着力发展创业型

经济的同时， 我国也面临着逐渐拉大的收入差距，
其成为抑制消费、 阻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

因素 （李政和杨思莹， ２０１７） ［１］。 ２０００ 年以来， 我

国的基尼系数就超过了贫富差距警戒线 ０􀆰 ４， 在 ２２
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 我国的贫富差距

为亚洲之首， 直至 ２０１７ 年， 我国的基尼系数仍高

达 ０􀆰 ４６７， 高于 ０􀆰 ４４ 的全球平均水平。 为此， 我

国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努力提高低收入阶层

的收入水平， 如 １９９４ 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

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明

确规定国家实施最低工资标准制度， 以法律形式

强制规定了劳动者最低收入水平。 并且随着我国

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渐提升， 我国也在不断提高最

低工资标准， 有效提高了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但最低工资标准的屡次提高直接削弱了我国劳动

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提高了企业

家创业成本， 不利于创业型经济发展。 劳动力成

本作为企业雇佣社会劳动力支付的费用， 是制约

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于一些企业， 尤其

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 最低工资标准通过直接

提高企业用工成本， 增加了企业成本负担， 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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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企业家创业激励和企业家精神； 对于技术密集

型企业而言， 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或许会改变企

业资金结构， 通过挤占企业研发资金以及员工培

训资金等抑制企业家创新精神。 可见， 从理论上

来讲， 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会直接影响企业家精

神。 因此， 政府部门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激发和

保护企业家精神以及以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低收入

者收入水平的两难抉择。
对于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关系，

现有研究已有所涉猎， 但其结论却存在一定的分

歧。 如林炜（２０１３）利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的中国工业

企业数据， 测算了劳动力成本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能

力的激励弹性系数， 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创

新具有激励作用［２］； 贺建风和张晓静 （２０１８） 基

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沪深 Ａ 股上市公司企业面板数据

分析表明，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企业创新水平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３］。 与此相反， 程虹和唐婷 （２０１６）
基于 “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 数据研究发现，
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 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
企业为应对成本上行压力， 很有可能会挤占研发

资金， 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效率产生抑制作用［４］。
在宏观层面， Ｗａｎｇ 和 Ｇｕｎｄｅｒｓｏｎ （２０１５） 基于省

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 最低工资标准上浮时， 会

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 通过资本和技术投入， 获得

产品以及生产线的创新以应对上升的成本压力［５］；
而吴群锋和蒋为 （２０１６） 认为， 最低工资标准所

带来的劳动力成本增加对各地区的创业活动具有

显著的抑制作用［６］。
综上分析可见， 以往文献多基于微观企业数

据或宏观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

家精神的影响， 而缺乏中观城市层面的研究。 微

观层面的研究难以判断最低工资标准政策制定的

社会整体效应， 而省级层面的研究忽视了城市之

间最低工资标准差异及其对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差

异化特征。 为此， 本文试图利用我国 ２８５ 个城市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 年面板数据， 多角度分析最低工资标

准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特征。 本

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 ３ 个方面： （１） 研究内

容上， 引入了最低工资标准对城市企业家精神影

响的话题， 并且考虑到城市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
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城市企业家精神等方面的差异

化特征， 进一步研究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精

神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特征， 细化了对最低工资标

准与企业家精神关系的相关研究； （２） 研究对象

上， 囿于数据的可得性， 以往文献多基于省级面

板数据或微观企业数据研究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

家创新创业活动的影响， 较少涉及城市层面的研

究， 本文手工搜集了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数据， 考

察最低工资标准对城市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丰富

了对城市企业家精神的相关研究； （３） 研究方法

上， 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分位数回归模型等

多种现代计量分析方法， 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对城

市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效果， 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可

信度。

１　 制度背景与文献分析

１􀆰 １　 制度背景

最低工资制度起源于 １９ 世纪末的新西兰。 在

当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长足发展， 资本的

集中与生产资料的垄断使许多农民失去土地， 大

量劳动力纷纷涌向城市， 丰富了城市的劳动力供

给， 形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市场， 并导致了通

货膨胀与极高的失业率， 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急剧

下降， 社会矛盾尖锐。 政府为缓解社会矛盾、 优

化劳资关系而被迫对劳动者的收入下限做出强制

性规定， １８９４ 年 《劳资协调与仲裁法》 应运而

生，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文件的形式规定的

最低工资标准， 并且成为了最低工资标准制度的

开端。 此后， 其他一些国家也逐渐开始制定最低

工资标准制度， 完善有关法律文件， 如 １９０８ 年美

国的 《公平劳动法案》、 １９３２ 年英国的 《劳动报

酬法案》、 １９５９ 年日本的 《最低工资法》 等。 国

际劳动组织多年来也在探究最低工资标准的相关

问题， 并于 １９７６ 年颁布了针对就业、 收入分配和

国际劳工问题的 《行动纲领与原则宣言》， 提出

制定工资政策应 “确保最低生活水平”。 国外最

低工资标准的探索比较早， 对最低工资标准制度

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与探索， 为最低工资标准

的顺利推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时也为我国制定

最低工资标准提供了一些经验借鉴。
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是在由计划经济体

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不断探索而逐步建立起来

的。 在计划经济时期， 对国家机关、 企事业单位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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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的工资采用 “指令性工资计划” 的形式进行

规定， 这也是同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的公有制经

济和分配方式相适应的， 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保障了劳动力基本的生活

需要。 随着经济与制度的不断发展， 单一的工资

计划束缚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以及生产力的发展

速度。 鉴于此， 我国 １９８５ 年取消了全国统一的企

业工资等级标准， 实行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 企

业享有内部分配自主权， 这是我国最低工资制度

迈向合理化的重要改革。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我国劳

动部公布 《企业最低工资标准》， 为最低工资标

准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通过在

全国范围内实施 《最低工资规定》， 我国最低工

资标准的法律约束形式由此开始建立。 此后， 随

着最低工资标准法律条文的出台， 我国各行业劳

动力成本也在逐渐上升。 如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

数据， 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０􀆰 １ 美

元 ／小时增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３􀆰 ９８ 美元 ／小时， 在 １０ 多

年的时间里， 年均增速达 １５􀆰 ４％， 同期， 美国、 日

本和德国制造业小时人工成本年均增速分别为 ３％、
２􀆰 ９％和 ５％， 巴西、 墨西哥、 捷克和菲律宾制造业

小时人工成本增速分别为 ８􀆰 ２％、 ２􀆰 ５％、 １１％和

６􀆰 ４％。 从增速看， 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确增

长较快， 但这是建立在过去中国制造业劳动力工

资水平很低的基础上的。
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对保障我国低收入人群

的基本权益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并通过市场

机制调节， 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 最低工资标准

提高了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 在很大程度上维

系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并且劳动力的收入增

加， 也会进一步带动消费， 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

荣发展， 同时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工资标准也缓解

了社会矛盾， 如降低了犯罪率［７］； 最低工资标准

的设立还有助于筛选出有发展活力的企业［８］， 随

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 企业的成本上升， 具备

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的企业会通过多方途径实现

企业自我优化， 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挑战， 而

那些缺乏企业家精神的企业， 不能适应时代发展

的要求， 终会被市场所淘汰。 故最低工资标准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优胜劣汰的筛选效应。
１􀆰 ２　 文献分析

长期以来， 劳动力成本优势促进了我国的经

济增长［９］， 甚至陷入 “低技术陷阱”， 严重阻碍

企业的创新发展， 现又面临着 “人口红利” 效应

逐渐消失的现状。 因此， 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上

浮， 引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使我国经济发展不断

面临新的挑战。 本文关注的是， 随着最低工资标

准的不断提高， 企业家面临持续上升的成本压力

时， 抑制还是激发了城市企业家精神？ 并通过文

献梳理的方式总结最低工资标准上浮对企业家精

神的作用机制， 发现以往文献在探索最低工资标

准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效果时， 形成了促进和抑

制两种相悖的观点。
关于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新精神方面的

影响， 部分研究认为， 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激

发企业家创新精神， 其作用机制包括： （１） 在微

观层面， 面对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 企业家可

能通过技术创新， 降低企业对劳动力的过度依赖，
提高企业劳动生产效率和企业利润。 从这一角度

来看， 最低工资标准会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 如

郑晓燕 （２０１５） 研究发现， 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浮

会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企业会通过技术创新以

及引入新的设备等措施， 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应对劳

动力成本的上升压力［１０］； Ａｒｕｌａｍｐａｌａｍ 等 （２０１４）
研究发现， 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使企业家增加

企业员工培训支出， 实现内部人力资本的优化， 促

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１１］； 董新兴和刘坤 （２０１６）
研究表明， 实际工资提高引致人力资本质量提升，
从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１２］。
Ｈａｕ 等 （２０１７） 研究表明， 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初

期， 会对企业生产经营造成冲击， 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 企业会通过提高生产率或用资本代替劳动

的方式提升自身创新水平［１３］； （２） 在宏观层面，
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会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区域要

素配置，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一般来讲， 资本会

从最低工资标准较高的地区流向最低工资标准较

低的地区， 劳动力会从最低工资标准较低的地区

流向最低工资标准较高的地区。 由此， 资本要素

和劳动力要素跨地区流动， 有利于改善资源配置，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也有利于激发最低工资标准

较低地区的企业家精神， 提高地区创业水平 （赵
秋运和张建武， ２０１３） ［１４］。 上述研究表明， 最低

工资标准的制定会提高企业劳动力成本， 倒逼企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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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通过科技创新、 技术进步等方式提高劳动生产

率， 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 即便如此， 仍有一

些研究表明， 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抑制企业家

创新精神， 其作用机制包括： （１） 研发资金挤出

效应， 即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 一

定程度上挤出了企业用于开展研发创新活动的资

金。 而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之后， 企业短期内并不

会改变其雇佣结构， 因此最低工资标准的调高直

接导致企业用工成本的上升， 企业家为了弥补薪

酬上升的缺口， 很有可能会减少对企业研发方面

的投资， 表现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抑制企业

家创新精神 （郑晓燕， ２０１５） ［１０］。 李后建 （２０１７）
研究发现， 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 增加的企

业薪资成本会挤出企业研发支出， 降低企业创新

水平， 抑制企业家创新精神［１５］； （２） 人力资本抑

制效应，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和 Ｐｉｓｃｈｋｅ （２００３） ［１６］ 研究发

现， 企业为应对最低工资标准带来的成本上行压

力， 会减少企业非工资性福利支付， 如培训投资

（Ｓｃｈｕｍａｎｎ， ２０１７） ［１７］、 保险、 集体活动等， 根

据社会交换理论， 非工资性福利支付的减少， 会

弱化员工的归属感， 降低员工的创新意愿， 从而

降低企业的创新能力。
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也会影响企业家创业精

神， 以往文献对此也进行了相关研究。 如周广肃

（２０１７） ［１８］认为， 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推动了家庭创

业活动的实施， 主要原因包括： （１） 最低工资标

准提高后， 一般劳动者积累了创业资产， 为劳动

者转变为企业家创造了条件； （２） 最低工资标准

的提升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低技能劳动者， 被挤

出的劳动力被迫进行 “必需型” 创业活动， 即基

于维持生计的基本要求选择的创业。 而与此相反，
也有研究认为， 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浮会抑制企业

家创业精神， 其作用机制包括： （１） 成本抑制效

应， 即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意味着企业家创业活

动面临着更高的劳动力成本， 会显著抑制企业家

创业倾向与创业规模， 不利于激发企业家精神。
当最低工资标准较高时， 企业家选择创业的机会

成本与劳动力成本都很高， 影响企业家制定企业

发展战略的意愿， 对企业家创业精神产生抑制作

用 （吴群锋和蒋为， ２０１６） ［６］； （２） 能力门槛效

应， 即企业薪酬成本上涨意味着企业家需要压缩

其他成本， 以保证企业获得利润， 这便对企业家

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缺乏企业管理能力

的企业家很难应对企业薪酬成本上升所带来的经

营风险。 较高的管理能力门槛是一把双刃剑， 在

提高创业质量的同时， 也抑制了低水平创业活动，
对地区创业规模产生不利影响， 不利于激发和保

护地区企业家精神 （Ｍａｙｎｅｒｉｓ 等， ２０１６） ［１９］； （３）
意愿抑制效应， 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浮， 会提高劳

动者的收入水平， 满足劳动者生存的基本需求， 进

而降低创业的必要性， 抑制企业家创业意愿 （李经

和陈勇吏， ２０１８） ［２０］。
综合上述研究发现， 当前文献对最低工资标

准影响企业家创新精神、 企业家创业精神的结果

仍旧存在较大争议， 原因可能包括诸多方面， 如

研究视角差异、 变量设定差异、 样本选择以及样

本时间阶段、 实证分析方法等差异。 当前， 我国

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

关键时期， 需要准确地判断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

家精神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以便制定出更加合

理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 加快迈向新时代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目标。 为此， 本文基于我国 ２８５ 个城

市面板数据， 重新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对城市企业

家精神的作用效果， 其结论对新时代背景下我国

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与创业型经济发展具有重要

的理论与实践启示。

２　 模型设定

２􀆰 １　 模型设定

本文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最低工资标准如何

影响城市企业家精神， 为此， 本文首先设定如式

（１） 所示回归模型：
ｅｎｔｒｅｉｔ ＝α０＋α１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ｉｔ＋α ｊＸ ｊｉｔ＋ｖｉ＋ｕｔ＋εｉｔ （１）
式 （１） 中， ｅｎｔｒｅ 表示城市企业家精神， 包

括企业家创新精神 （ ｌｎｉｎｎｏ） 和企业家创业精神

（ｅｎｔ）。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表示最低工资标准水平， 其回归

系数 α１ 及其显著性水平反映出最低工资标准对城

市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效果。 Ｘ 表示各控制变量所

组成的矩阵， 包括对外开放水平、 人力资本水平

等影响城市企业家精神的特征变量。 ｖｉ 和 ｕｔ 分别

为城市个体特征与时间虚拟变量， 用以控制城市

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 ε 为随机误差项。
对式 （１） 进行估计， 其结果仅给出了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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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标准对城市企业家精神条件均值的影响， 为

了进一步分析最低工资标准对城市企业家精神在

某个特定分位点上的边际效果， 即在不同城市企

业家精神活跃程度条件下， 最低工资标准对城市

企业家精神的边际影响， 本文进一步构建了如式

（２） 所示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
Ｑｕａｎｔτ（ｅｎｔｒｅｉｔ）＝ β０ ＋β１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ｉｔ ＋β ｊＸ ｊｉｔ ＋ｖｉ ＋ｕｔ ＋

εｉｔ （２）
Ｑｕａｎｔτ（ ｌｎｅｎｔｒｅｉｔ）表示与分位点 τ 对应的分位

数， β１ 表示 τ 分位点下最低工资标准对城市企业

家精神的边际效果。
此外， 不同等级和不同区位的城市在创业类

型、 人才和资本等创业与创新要素集聚能力、 创

新创业政策获取能力、 扶持创新与创业的软硬件

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可能会导致

最低工资标准对城市企业家精神产生差异化影响。
为此， 本文进一步加入城市等级虚拟变量与最低

工资标准的交乘项或城市区位虚拟变量与最低工

资标准的交乘项， 以检验在不同等级城市和不同

区位的城市中最低工资标准对城市企业家精神的

异质性影响， 具体设定模型如式 （３） 所示。
ｅｎｔｒｅｉｔ ＝γ０＋γ１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ｉｔ＋γ２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ｃｉｔｙ＋γ ｊＸ ｊｉｔ＋

ｖｉ＋ｕｔ＋εｉｔ （３）
其中， ｃｉｔｙ 表示城市等级或城市区位虚拟变

量， 最低工资标准与城市等级或城市区位交乘项

的回归系数 γ２ 反映出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对不同

城市企业家精神的异质性影响。
２􀆰 ２　 变量与数据

城市企业家精神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以往

研究多依据理论内涵进行研究阐述， 而很难用指

标衡量企业家精神的微观特质 （如进取精神）。
基于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与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借

鉴李宏彬等 （２００９） 等相关研究做法， 将企业家

精神分为企业家创业精神与企业家创新精神［２１］。
企业家创新精神是指企业家不断改进生产技术， 实

现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型升级 （Ｈéｂｅｒｔ 和
Ｌｉｎｋ， １９８９） ［２２］， 企业家创业精神是指任何建立新

企业的行为， 包括自我雇佣等 （Ｇｅｏｒｇｅｌｌｉｓ 和 Ｗａｌｌ，
２０００； 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 和 Ｆｒｉｔｓｃｈ， ２００３； Ｂｅｕｇｅｌｓｄｉｊｋ 和

Ｎｏｏｒｄｅｒｈａｖｅｎ， ２００４； Ｇｌａｅｓｅｒ， ２００７） ［２３－２６］。 依据上

述分析， 本文用城市创新指数作为企业家创新精

神的测算指标， 数据来源于 《中国城市和产业创

新力报告 ２０１７》， 报告内包含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６ 年间全

国 ３００ 余个地级市城市创新指数； 用城市私营企

业就业人员数占城市就业总人数比重来测算城市

企业家创业精神， 数据来源于 ＥＰＳ 数据平台。
最低工资标准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借鉴

以往研究， 本文用各城市当年所采用的最低工资

标准的对数值来反映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水平， 其

数据由作者依据各省、 城市政府官网、 地方劳动

与就业保障局等相关部门网站手工搜集整理获得。
此外， 本文控制变量设定如下： （１） 对外开

放水平 （ ｆｄｉ）， 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本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表示； （２） 人力资本水平 （ｈｕｍ），
用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占地区总人口比重表示；
（３） 信息化水平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用国际互联网使用户

数占地区总人口表示； （４） 金融发展水平 （ ｆｉｎｃ），
用银行存贷款余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表示； （５）
产业结构水平 （ ｉｎｄ）， 用非农产业生产总值占地

区生产总值比重表示； （６） 经济发展水平 （ｐｇ⁃
ｄｐ）， 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表示； （７） 政府财政科

技支出 （ｇ＿ｔｅｃ）， 用政府财政支出中科学与技术

支出所占比重来测度。 上述数据皆来源于 ＥＰＳ 数

据平台。
本文样本为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６ 年的城市面板数据，

并且剔除了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城市后剩余 ２８５
个城市样本， 各指标统计特征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描述性统计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ｅｎｔ ３９８６ ０􀆰 １０１ ０􀆰 １２０ ０􀆰 ００３ １􀆰 ５２４

ｌｎｉｎｎｏ ３９９０ －０􀆰 ３２１ １􀆰 ９０４ －５􀆰 ２７２ ６􀆰 ９６７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３９３８ ６􀆰 ５３１ ０􀆰 ５１０ ５􀆰 １３６ ７􀆰 ６９２

ｆｄｉ ３８０１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０ ０􀆰 ４５４

ｈｕｍ ３８８７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０ ０􀆰 １３１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３９７３ ０􀆰 １１９ ０􀆰 １５９ ０􀆰 ０００ ３􀆰 ６６３

ｐｇｄｐ ３９８３ １０􀆰 ０６９ ０􀆰 ８２６ ４􀆰 ５９５ １３􀆰 ０５６

ｆｉｎｃ ３９８８ ２􀆰 ０４１ ０􀆰 ９７５ ０􀆰 ５０８ ８􀆰 ８７７

ｉｎｄ ３９８８ ０􀆰 ８５５ ０􀆰 ０９１ ０􀆰 ５０１ １􀆰 ０００

ｇ＿ｔｅｃ ３９８８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０ ０􀆰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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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证分析

３􀆰 １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影响

为了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

影响， 本文对式 （１） 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２ 所

示。 其中， 回归 （１） 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

察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影响。 结果显

示，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回归系数

不显著。 一般来讲， 企业家创新精神越活跃的城

市， 其创新水平越高， 会带动城市工资水平提升，
并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产生影响。 由此， 上述

结果可能由于逆向因果关系问题而出现偏误。 为

此， 本文进一步将最低工资标准变量做滞后一期

处理， 并带入式 （１） 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２ 中

回归 （２） 所示。 从中可以看出， 最低工资标准

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回归系数仍然不显著。 由此，
本文认为，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影

响并不显著， 其原因可能包括两个方面： （１） 企

业家创新决策对人力成本上升不敏感， 即随着企

业规模的扩大， 员工人数增多， 劳动力成本随之

上升， 或许是由于企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
企业依靠劳动密集的生产方式仍能获得可观的利

润， 此时即便企业家面临着越来越高的劳动力成

本， 仍旧缺乏研发与创新激励， 因此最低工资标

准的提高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影响不显著； （２）
由于创新活动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 出于规避风

险等目的， 一些企业家通过其他方式降低最低工

资标准对企业成本的不利影响， 而非开展创新活

动， 如通过强制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 提高劳动

者劳动强度等。 此外，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创业

型经济发展迅猛， 而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相对滞

后， 并且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基本在企业可

承受的范围之内， 这也可能会导致最低工资标准

的提高对企业家创新精神影响不显著。 同时， 为

了分析不同分位点上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新精

神的边际影响， 本文选择 １０％、 ２５％、 ５０％、 ７５％、
９０％ ５ 个分位点， 并带入式 （２） 进行回归， 结果

如表 ２ 中回归 （３） ～ （７） 所示， 从中可以看出，
在不同分位点上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新精神

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 与前述结果一致， 说明最

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影响不显著。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 外商直接投资

对城市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回归系数在回归结果中

显著为负， 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抑制了企业家创新

精神， 这表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竞争

效应和掠夺效应， 不利于城市创新水平提升。 人

力资本水平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回归系数在回归

（１） 与回归 （２） 中显著为负， 这可能是由于我

国当前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相对滞后， 大学生占比

较高的地区没能成为企业家创新精神较活跃的地

区。 信息化水平对企业家创新精神具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 这是由于信息化发展为企业家开展知识

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更多便利条件， 有利于激发企

业家创新精神。 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家创新精神

的回归系数为正， 并在多数回归结果中通过了较

高置信水平检验， 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企业家创新精神也越活跃， 这可能是由于经济发

展为企业家开展创新提供了更高的平台和更广的

空间。 金融发展规模对城市企业家精神的回归系

数多显著为正， 说明金融规模扩展为企业家开展

创新活动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支持， 能够有效激发

企业家创新精神。 产业结构水平在多数模型中的

回归结果显著为正， 且通过了 １％置信水平的检

验， 即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了城市的非农产业比重，
为企业家创新提供良好的产业基础。 政府财政科

技支出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置

信水平下显著为正， 这主要是由于创新是一项外

部性较强的活动， 政府科技支出能够在很大程度

上将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外部性内部化， 降低企业

家创新活动的成本与风险， 有利于激发企业家创

新精神。
３􀆰 ２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响

为了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

影响， 本文以企业家创业精神作为被解释变量带

入式 （１） 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３ 中回归 （１） 和

回归 （２） 所示。 其中， 回归 （１） 采用了双向固

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为了降低逆向因果问题对

估计结果造成的偏误， 回归 （２） 进一步将最低

工资标准变量做滞后一期处理。 两组回归结果均

表明，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回归系

数在 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 说明最低工资

标准抑制了企业家创业精神。 为分析不同分位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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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回归结果

（１）
ＦＥ

（２）
ＦＥ

（３）
１０％

（４）
２５％

（５）
５０％

（６）
７５％

（７）
９０％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０􀆰 ０８４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５４）

－０􀆰 ０１６
（０􀆰 ０５３）

－０􀆰 ０５８
（０􀆰 ０４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４
（０􀆰 ０４６）

Ｌ􀆰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０􀆰 ０４５
（０􀆰 ０５２）

ｆｄｉ
－０􀆰 ８６２∗∗∗

（０􀆰 ３１０）
－０􀆰 ７６１∗∗∗

（０􀆰 ３５０）
－０􀆰 ８６２∗∗

（０􀆰 ３５７）
－１􀆰 １２０∗∗∗

（０􀆰 ４０５）
－０􀆰 ８９０∗

（０􀆰 ４８４）
－０􀆰 ８８７∗

（０􀆰 ４８４）
－０􀆰 ８３８∗

（０􀆰 ４５４）

ｈｕｍ
－２􀆰 ８７９∗∗∗

（１􀆰 ０９５）
－３􀆰 ７０９∗∗∗

（１􀆰 １９７）
－１􀆰 ０７４
（１􀆰 ４３２）

－１􀆰 ８６３
（１􀆰 １６２）

－１􀆰 ８９０
（１􀆰 ２３９）

－０􀆰 ５７８
（１􀆰 １６９）

１􀆰 ７０１
（１􀆰 ３７１）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 ３３５∗∗∗

（０􀆰 ０６７）
０􀆰 ３１２∗∗∗

（０􀆰 ０６６）
０􀆰 ０６９

（０􀆰 ０７７）
０􀆰 ２６１∗

（０􀆰 １３９）
０􀆰 ３４２∗∗

（０􀆰 １４１）
０􀆰 ４２８∗∗

（０􀆰 １７６）
０􀆰 ２０８

（０􀆰 １５０）

ｐｇｄ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６）
０􀆰 １６９∗

（０􀆰 ００９）
０􀆰 １７３∗∗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７）

ｆｉｎｃ ０􀆰 １０３∗∗∗

（０􀆰 ０１９）
０􀆰 ０８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３

（０􀆰 ０３０）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２）
０􀆰 １２９∗∗∗

（０􀆰 ０２９）
０􀆰 １１２∗∗∗

（０􀆰 ０２７）
０􀆰 ０６０∗∗

（０􀆰 ０２４）

ｉｎｄ １􀆰 ８６７∗∗∗

（０􀆰 ２５６）
１􀆰 ９７６∗∗∗

（０􀆰 ２７７）
０􀆰 ８９５

（０􀆰 ６１６）
１􀆰 ３７０∗∗∗

（０􀆰 ４３４）
２􀆰 ３６４∗∗∗

（０􀆰 ４３６）
１􀆰 １３８∗∗∗

（０􀆰 ３３６）
０􀆰 ５４５

（０􀆰 ３６７）

ｇ＿ｔｅｃ １５􀆰 ８７６∗∗∗

（０􀆰 ７６１）
１４􀆰 ３１５∗∗∗

（０􀆰 ７６１）
９􀆰 ５２０∗∗∗

（２􀆰 ６０４）
１５􀆰 １６１∗∗∗

（２􀆰 ４７１）
２２􀆰 ８２７∗∗∗

（１􀆰 ７３５）
２０􀆰 ５９４∗∗∗

（１􀆰 ８８３）
１６􀆰 ０５４∗∗∗

（３􀆰 ０５８）

常数项
－３􀆰 １１５∗∗∗

（０􀆰 ３５８）
－０􀆰 ４８５
（０􀆰 ４３７）

－４􀆰 ２９２∗∗∗

（０􀆰 ６１５）
－４􀆰 ４４０∗∗∗

（０􀆰 ５２２）
－５􀆰 １００∗∗∗

（０􀆰 ３６３）
－３􀆰 ８３９∗∗∗

（０􀆰 ３７６）
－２􀆰 ９７２∗∗∗

（０􀆰 ４７１）

时间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３６７９ ３４２７ ３６７９ ３６７９ ３６７９ ３６７９ ３６７９

Ｒ２ ０􀆰 ９１０ ０􀆰 ９０６ ０􀆰 ８５０ ０􀆰 ８３６ ０􀆰 ８３７ ０􀆰 ８６８ ０􀆰 ８９４

注： ∗、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０％、 ５％和 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边际影响， 本

文同样选择 １０％、 ２５％、 ５０％、 ７５％、 ９０％ ５ 个

分位点， 对式 （２） 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３ 中回

归 （３） ～ （７） 所示。 从中可以看出， 在所有的分

位点上，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回归

系数均在 ５％以上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 从回

归系数的大小来看， 在中低分位点上 （即在 ２５％、
５０％分位点上），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业精神

的抑制效应低于较高分位点上最低工资标准对企

业家精神的抑制作用， 即对于企业家创业精神不

活跃的城市，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精神的边际

影响较小， 而对于企业家创业精神较为活跃的城

市， 最低工资标准对城市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抑制

作用更强烈。 这可能是由于在企业家创业精神不

活跃的地区， 城市创业活动规模小， 城市经济发

展速度相对缓慢， 因此为了推动城市经济增长、
鼓励创业活动， 地方政府往往倾向于制定较低的

最低工资标准， 此时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业

精神的抑制作用较弱。 而在企业家创业精神较为

活跃的地区， 城市创业活动规模大， 区域经济发

展迅速， 此时改善民生、 提高中低收入阶层收入

水平成为政府制定发展政策的重要考量。 因此，
地方政府往往倾向于制定较高的最低工资标准，
并对企业家创业精神产生了较强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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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回归结果

（１）
ＦＥ

（２）
ＦＥ

（３）
１０％

（４）
２５％

（５）
５０％

（６）
７５％

（７）
９０％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５）

Ｌ􀆰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７）

ｆｄｉ
－０􀆰 ３１０∗∗∗

（０􀆰 ０４３）
－０􀆰 ２４４∗∗∗

（０􀆰 ０５０）
－０􀆰 １３９∗∗

（０􀆰 ０５８）
－０􀆰 ０４５
（０􀆰 ０５２）

０􀆰 ０２６
（０􀆰 ０４８）

－０􀆰 ００７
（０􀆰 ０４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３０）

ｈｕｍ １􀆰 ０９４∗∗∗

（０􀆰 １５２）
１􀆰 ４３１∗∗∗

（０􀆰 １７１）
０􀆰 ６２２∗∗∗

（０􀆰 １７０）
０􀆰 ５１９∗∗∗

（０􀆰 １３５）
０􀆰 ４９８∗∗∗

（０􀆰 １６８）
０􀆰 ４３０∗

（０􀆰 ２３０）
０􀆰 ５３０∗∗

（０􀆰 ２１１）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９
（０􀆰 ０２２）

ｐｇｄ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２）

ｆｉｎｃ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ｉｎｄ
－０􀆰 ０６２∗

（０􀆰 ０３５）
０􀆰 ０６６∗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６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３
（０􀆰 ０２０）

０􀆰 ０４７∗

（０􀆰 ０２５）
０􀆰 ０６５∗∗

（０􀆰 ０２７）

ｇ＿ｔｅｃ ０􀆰 ８２８∗∗∗

（０􀆰 １０５）
０􀆰 ６９１∗∗∗

（０􀆰 １０８）
０􀆰 ４４０∗∗∗

（０􀆰 １６１）
０􀆰 ６５５∗∗∗

（０􀆰 １３６）
０􀆰 ６６７∗∗∗

（０􀆰 ２２４）
０􀆰 ５４１∗∗∗

（０􀆰 １９９）
０􀆰 ２５１

（０􀆰 ２１３）

常数项
０􀆰 ３０９∗∗∗

（０􀆰 ０５０）
０􀆰 ３８４∗∗∗

（０􀆰 ０６２）
０􀆰 ０５７

（０􀆰 ０３６）
０􀆰 ０８６∗∗∗

（０􀆰 ０３０）
０􀆰 １０３∗∗

（０􀆰 ０４８）
０􀆰 １４０∗∗

（０􀆰 ０５８）
０􀆰 １５８∗∗∗

（０􀆰 ０６１）

时间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３６７５ ３４２３ ３６７５ ３６７５ ３６７５ ３６７５ ３６７５

Ｒ２ ０􀆰 ３８０ ０􀆰 ３５５ ０􀆰 ５１７ ０􀆰 ５５１ ０􀆰 ６１５ ０􀆰 ７０１ ０􀆰 ７９７

注： ∗、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０％、 ５％和 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 外商直接投资

对城市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回归在前 ３ 个模型中系

数显著为负， 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抑制了企业家创

业精神， 可能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会在一定程度

上挤占国内市场， 加大本土企业家创业失败风险，
抑制企业家创业精神。 人力资本水平显著提升了

城市企业家的创业精神， 表明创业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人才聚集效应， 人力资本水平越高， 创业

成功的概率越大。 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企业家创

业精神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
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具备相对完善的创

业要素， 为创业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 表现为经

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 企业家创业精神越活跃。

金融发展规模对城市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不显著， 表

明金融发展并没有为企业家开展创业活动提供较

好融资条件， 可能是由于在企业的创立阶段， 由

于资质缺乏等原因而存在融资难的问题， 加大了

创业的难度， 因此金融发展规模对企业家创业精

神没有显著的激励作用。 产业结构水平在较高分

位点 （即在 ７５％、 ９０％分位点） 上显著为正， 说

明非农产业的规模壮大为企业家创业提供了良好

的创业条件， 激发企业家的创业意愿。 最后， 政府

财政科技支出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回归系数为正，
并在多数模型中通过了 １％的置信水平检验， 说

明政府财政科技支出水平越高， 企业家创业精神

越活跃， 这主要是由于政府支持通过降低创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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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激发企业家创业精神， 促进创业活动的顺利进

行。

４　 异质性分析

４􀆰 １　 城市等级异质性

如前文所述， 不同城市在人才集聚能力、 创

业政策获取能力、 扶持创新与创业的软硬件基础

设施条件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可能会导致最

低工资标准对城市企业家精神产生差异化影响。 一

般来讲， 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在本省甚至区域

层面具有重要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影响， 直辖市

更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因此， 借鉴李

政和杨思莹 （２０１８） ［２７］ 的做法， 本文将我国各省

省会城市、 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定义为中心城市，
将一般地级市定义为外围城市， 检验了最低工资

标准对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异

质性影响， 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其中， 回归 （１） 与

回归 （２） 是基于中心城市样本进行的回归， 回

归 （３） 和回归 （４） 是基于外围城市样本进行的

回归。 回归 （１） 显示， 最低工资标准对中心城

市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置信水平

下显著为负， 而在回归 （３） 中， 最低工资标准

的回归系数虽然为负， 但并不显著。 这一结果表

明， 最低工资标准显著抑制了中心城市的企业家

创新精神， 而对外围城市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影响

并不显著。 为了克服企业家创新精神对城市最低

工资标准制定的反向因果关系对估计结果造成的

影响， 本文进一步将最低工资标准做滞后一期处

理， 其估计结果如回归 （２） 与回归 （４） 所示。
结果同样显示， 最低工资标准显著抑制了中心城

市企业家创新精神， 而对外围城市企业家创新精

神不存在显著影响。 这可能是由于在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的中心城市， 为了改善城市收入分配格局，
提高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 地方政府倾向于制

定较高的工资标准， 而过高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

了中心城市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因此企业会通过

缩减研发支出等方式应对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

压力， 抑制了企业家创新精神。 而在经济发展水

平相对较低的外围城市， 为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政府往往倾向于制定更多鼓励科技创新、 保护企

业家创新精神的政策， 如制定较低的最低工资标

准， 因此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对外围城市企业家

创新精神无显著影响。

表 ４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新精神影响的

城市等级异质性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０􀆰 ４４２∗∗∗

（０􀆰 ０９４）
－０􀆰 ０３６
（０􀆰 ０５９）

Ｌ􀆰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０􀆰 ３１４∗∗∗

（０􀆰 ０８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５８）

常数项
０􀆰 ９２６

（１􀆰 ５６７）
３􀆰 ３８７∗∗

（１􀆰 ６８８）
－３􀆰 ９２５∗∗∗

（０􀆰 ３８１）
－１􀆰 ５４６∗∗∗

（０􀆰 ４７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４７１ ４３８ ３２０８ ２９８９

Ｒ２ ０􀆰 ９７０ ０􀆰 ９７０ ０􀆰 ９０４ ０􀆰 ９００

注： ∗、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０％、 ５％和 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此外， 本文还检验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不同等

级城市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异质性影响， 结果如表

５ 所示。 其中， 回归 （１） 与回归 （３） 表明， 无

论在中心城市还是在外围城市， 最低工资标准对

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的置信水平

下显著为负， 说明最低工资标准显著抑制了城市

企业家精神。 将最低工资标准做滞后一期处理后，
结果依旧显著， 最低工资标准对城市企业家精神

具有负向影响。 上述结果表明， 对于不同等级的

城市， 最低工资标准对城市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

响在作用方向上并无显著差异， 为了进一步检验

最低工资标准对城市企业家精神作用效果大小的

异质性， 本文进一步设立城市等级虚拟变量， 即

中心城市赋值为 １， 外围城市赋值为 ０， 并与最低

工资标准相乘带入式 （３） 进行回归， 结果如回

归 （５） 和回归 （６） 所示。 其中， 回归 （５） 显

示， 最低工资标准与城市等级交乘项的回归系数

在 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 说明最低工资标

准对外围城市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抑制作用大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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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０ 期（总第 ３１２ 期）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工业技术经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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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市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抑制作用。 这可能是

由于在科教发展水平较低的外围城市， 企业家应

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抗风险能力与中心城市相比

仍有差距， 缺乏迎难而上的信心与挑战风险的意

愿， 因此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对外围城市企业家

创业精神的抑制作用大于对中心城市企业家创业

精神的抑制作用。 为了克服企业家创业精神对最

低工资标准制定的反向因果关系， 本文进一步将

最低工资标准及其与城市等级虚拟变量做滞后一

期处理， 其回归结果如回归 （６） 所示。 结果同

样显示， 最低工资标准对外围城市企业家创业精

神的抑制作用大于对中心城市企业家创业精神的

抑制作用， 与上述结果一致。

表 ５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业精神影响的城市等级异质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０􀆰 ０８４∗∗∗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７）

Ｌ􀆰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０􀆰 ０９２∗∗∗

（０􀆰 ０３）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７）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ｃｉｔｙ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２􀆰 ３９３∗∗∗

（０􀆰 ５１５）
３􀆰 １１４∗∗∗

（０􀆰 ５８３）
０􀆰 ２１３∗∗∗

（０􀆰 ０４６）
０􀆰 ２５９∗∗∗

（０􀆰 ０６）
０􀆰 ２９８∗∗∗

（０􀆰 ０４９）
０􀆰 ３７７∗∗∗

（０􀆰 ０６２）

样本量 ４６９ ４３６ ３２０６ ２９８７ ３６７５ ３４２３

Ｒ２ ０􀆰 ４９８ ０􀆰 ４８２ ０􀆰 ３５８ ０􀆰 ３３３ ０􀆰 ３８４ ０􀆰 ３５９

注： ∗、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０％、 ５％和 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４􀆰 ２　 区位异质性

区位差异也可能会导致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

家精神产生差异化影响。 为此， 本文又进一步验

证了最低工资标准对城市企业家精神影响的区位

异质性特征， 即将城市样本分为东部地区样本和

中西部地区样本， 并分别带入式 （１） 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６ 所示。 回归 （１） 与回归 （３） 分别给

出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城市

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回归结果。 从中可以看出， 两

组回归中最低工资标准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 说

明无论是在东部地区， 还是在中西部地区， 最低

工资标准对城市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影响均不显著。
为了克服企业家精神对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逆向

因果关系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影响， 本文又进一步将

最低工资标准做滞后一期处理， 结果如回归 （２）
与回归 （４） 所示。 可以看出， 消除企业家精神对

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逆向因果关系影响后， 最低

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回归系数仍旧不显

著。 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现阶段无论在东部城市抑

或是中西部城市， 大多数企业仍处于外延式发展

阶段， 规模报酬递增的红利效果依然存在， 导致

企业家创新意愿低， 因此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引

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仍可通过增加资源投入、 扩

大生产规模等方式应对， 表现为最低工资标准的

提高对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的企业家创新精神

均无显著作用效果。
最后， 本文检验了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

业精神的区位异质性特征， 其回归结果如表 ７ 所

示。 其中， 回归 （１） 与回归 （３） 分别给出了最

低工资标准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企业家创业

精神的作用效果， 结果发现， 无论是在东部地区，
还是在中西部地区，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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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新精神影响的

城市区位异质性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０􀆰 ０１２

（０􀆰 ０９５）
－０􀆰 ０７９
（０􀆰 ０６５）

Ｌ􀆰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０􀆰 ０５４

（０􀆰 ０９２）
－０􀆰 ０３７
（０􀆰 ０６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１􀆰 ５７０∗∗

（０􀆰 ６９２）
１􀆰 ０５

（０􀆰 ８２１）
－４􀆰 １１２∗∗∗

（０􀆰 ４１７）
－１􀆰 ５６１∗∗∗

（０􀆰 ５２７）

样本量 １３９０ １２９３ ２２８９ ２１３４

Ｒ２ ０􀆰 ９３５ ０􀆰 ９３３ ０􀆰 ８９９ ０􀆰 ８９４

注： ∗、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０％、 ５％和 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神的回归系数始终在 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
说明最低工资标准抑制了企业家创业精神。 进一

步克服企业家创业精神对最低工资标准制定逆向

因果关系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偏误后， 即将最低工

资标准做滞后一期处理后显示， 最低工资标准对

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企业家创业精神仍旧具有

显著的抑制作用。 因此判断， 在作用方向上， 最

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影响并不存在显

著的异质性。 本文进一步检验最低工资标准对城

市企业家创业精神作用力度大小的异质性， 即设

定城市区位虚拟变量， 对东部地区城市赋值为 １，
中西部地区城市赋值为 ０， 并将城市区位虚拟变

量与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相乘， 带入式 （３） 进行

回归， 结果如回归 （５） 与回归 （６） 所示。 从中

可以看出， 无论是当期， 还是滞后一期的最低工

资标准与区位虚拟变量的交乘项回归系数均在

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 这一结果表明， 最低

工资标准对东部地区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抑制作用

要弱于中西部地区。 这可能是由于在东部地区，
因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区位优势等便利条件，
企业的发展质量与规模都优于中西部地区， 随着

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 东部地区企业可以相对轻

松地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挑战， 故在东部地区，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抑制作用弱于

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抑制作用。

表 ７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业精神影响的城市区位异质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０􀆰 ０５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７）

Ｌ􀆰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
－０􀆰 ０４５∗∗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７）

ｌｎｉｎｃｏｍｅ×ｃｉｔｙ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个体固定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常数项
０􀆰 ６０７∗∗∗

（０􀆰 １３８）
０􀆰 ６９７∗∗∗

（０􀆰 １７２）
０􀆰 １２０∗∗∗

（０􀆰 ０３９）
０􀆰 １２６∗∗∗

（０􀆰 ０５）
０􀆰 ２５５∗∗∗

（０􀆰 ０５１）
０􀆰 ３１８∗∗∗

（０􀆰 ０６４）

样本量 １３８９ １２９２ ２２８６ ２１３１ ３６７５ ３４２３

Ｒ２ ０􀆰 ４１１ ０􀆰 ３７７ ０􀆰 ４１０ ０􀆰 ４００ ０􀆰 ３８４ ０􀆰 ３５９

注： ∗、 ∗∗、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０％、 ５％和 １％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５　 结论与启示
自 １９９４ 年我国以法律形式确定最低工资标准

制度实施以来， 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建设走过

了近 ３０ 年历程， 逐渐探索出了一条符合我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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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 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
最低工资标准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密切相关， 最

低工资标准的制定会直接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发挥，
进而影响产业转型与经济增长。 本文探索最低工

资标准对企业家创新、 创业精神的影响， 可视为

对最低工资标准制度的社会效应探讨的有效补充，
为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工资标准提供理论指导和

实践指南。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６ 年我国 ２８５ 个城市面板

数据， 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等方法， 实证检验了

最低工资标准对城市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并主要

得出以下结论： （１） 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企业家

创新精神的影响不显著， 但会显著抑制企业家创

业精神， 不利于城市创业水平提升； （２） 分位数

回归结果表明， 对于企业家创业精神不活跃的城

市，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边际影响

较小， 而对于企业家创业精神较为活跃的城市，
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抑制作用更强

烈； （３） 从城市等级异质性来看， 最低工资标准

的提升显著抑制了中心城市企业家创新精神， 而

对外围城市的企业家创新精神无显著影响。 且最

低工资标准对外围城市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抑制作

用大于对中心城市企业家创业精神抑制作用； （４）
从区位异质性的角度来看， 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

对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影响无论在东部地区还是中

西部地区均不显著。 而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对东

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城市企业家创业精神均具有

显著的抑制作用， 且在东部地区， 最低工资标准

对企业家创业精神的抑制作用显著低于中西部地

区。
基于上述结论， 本文具有如下实践启示： （１）

为了有效激发我国创业型经济的发展动力， 加快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政府部门不宜过快地提高

最低工资标准， 应尽量减少对企业家精神的 “政
策性” 干预， 进一步释放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２）
在企业家创业精神较为活跃的城市， 适度提升最

低工资标准的同时， 应更大程度地推进金融支持

力度与政府财政科技支出水平， 加大对创业者的

政策补贴， 降低企业家创业失败的风险。 同时应

注重人力资本结构的改善， 提高城市高素质劳动

力规模， 发挥人才集聚的效应， 为城市创业构建

良好的人力资本结构与智力储备， 提高城市创业

的成功率； （３） 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应始终坚持因

地制宜， 一地一策， 针对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中西部地区的最低工

资标准增速与额度都应低于东部地区， 应进一步

释放和激励西部地区的企业家精神， 引导我国创

业型经济更大范围的发展。 同时， 对企业家来说，
应不断提高自身创业素养， 增强面对风险的能力

与挑战风险的意愿， 把握创业型经济的政策趋势，
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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